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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在流出地（内地城市）和流入地（香港）社会网络的

发展变化，详细呈现了其在流动中构建社会网络的整个动态过程。研究发现，来港初期，留港工作内地人

士依靠同辈、亲人和自我建构的社会网络远距离地建立起在港的社会网络；但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工作

圈与生活圈出现断裂时，没有共同经历的业缘关系难以建立，原有共同经历的地缘关系也因流动而难以坚

守，最后反倒愈发依赖稳定的家庭关系。在后期流动的过程中，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逐渐呈现一

个松散且萎缩的局面。无论是流动资本还是社会网络显然都难以在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过程中完成积

累和扩张。 

关键字：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流动；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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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999 年，香港政府放宽了非本地学生来港就读的入境政策，让内地生来港就读全日制

学士学位课程；2001 年，颁布了“在本地院校取得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的内地学生来港就业

安排”；2008 年更是进一步推出“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允许内地来港毕业生即

使在没有获得工作的情况下仍可留港 12 个月。随着种种逗留条件限制的放宽，越来越多的

内地人士选择来港就读及工作。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在政策推出 10 年间，累计超过

16 万内地人士到香港读书及工作。单单过去 2017 年一年间，香港向内地人发出签证便有

学生 1.89 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1.39 万、“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9289 个，保

守估计每年起码有 4 万内地人来港居住②。这一在港府放宽来港就读和工作限制的政策下，

漂至香港的内地年轻群体，被冠以“港漂”之名③。 

随着“港漂群体”不断扩大，碍于文化和制度差异等因素，社交圈子较窄（主要同为内

地人）、难以融入香港本地主流等论述也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这一“社交圈子太窄，

且本地朋友不多”的问题甚至成为港漂内地人在港发展的弱点（黎黄霭玲等，2014）。 

在目前大众和媒体传播中，“港漂”时常以一个集体性名词出现，但其实所谓的“港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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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难以被简单化为一个整体看待。就现时来港就读和工作政策下，就可简单划分成通

过学生签证来港修读学士或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群体；后续在“在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

业安排”政策下选择留港就业的内地人士；通过工作签证来港就业的内地人士，等等。因其

异质性，作者认为“港漂群体”应该被看作一个有待拆解的社会建构群体，但碍于各种原因，

学术上仍缺少对该群体的解构性讨论（这亦非本研究关注重点，不便多加论述）。因此，需

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对象——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特指通过学生签证来港就读硕士学位课程

后，选择留港工作且居港未满 7 年的内地人士。作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第一，硕士学位课程（分为授课型和学术型）时间一般较短，多为一至两年时间，且修读该

课程的学生多为内地学生，在流动前期较易形成一个稳定的在港内地学生圈；其次，课程结

束后，内地毕业生或会选择到海外或回内地升学/就业，这意味着选择留港工作的内地毕业

生的关系链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再者，现时留港未足 7 年的内地人士①，更符合“漂泊”的

定义，体现出较高的流动性。显然，在整个流动过程中，随着职业身份的转变，该群体的社

会网络亦将呈现出一个更为多样的动态变化。 

以下一段记录摘自于受访者 Huang 的访谈记录，她的回答说明了在流动过程中“漂”

的感受和对在港两地社交圈子的看法： 

家人朋友在内地，自己在这边工作，就不是整个生活都在香港，而是处于一个

shuttle（穿梭）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点漂泊的意味……在香港你就一个人了，除了工

作回到家里也是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其他依靠吧……然后回到家（内地），你有很多这

种团聚的时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真实的生活状态吧……（Huang，26 岁，助理

研究主任） 

留港工作后的内地人士，多数情况下独自在港工作，熟悉的家人和朋友留在内地，经常

回去内地享受团聚的时光，逐渐形成了香港——内地两地不断往返的局面。所谓的“漂”正

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呈现出的于两地不停流动的状态。在这流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

的依附于内地这一地理位置的社交圈（如家人亲戚、朋友）并没有随之进行移动；另一方面，

在新的流入地香港中除去工作圈外亦难以形成新的社交圈，导致出现了因由流动而带来的社

交圈的断裂。换句话说，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不但没有因为在两地的来回走动而扩

大，反倒出现了明显的区隔。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一流动的过程中，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呢？两地之间的社会网络是否真的无法进行连接与共享？为了更好地把握该群体在流动过

程中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笔者在 2018 年间对 9 位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留港工作人士进行

深度访谈（访谈者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了解其来港动机、留港生活及未来流动去向等，

分析在不同时期其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即将该群体的社会网络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如何建构并维持其社会网络？

同时，建构或维持后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下一阶段网络的变化？ 

 

 

 

表 1. 港漂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① 根据《入境条例》，通常居住于香港连续 7 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将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居留

权，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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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年龄 性别 职业 教育程度 在港逗留时长/年 

Huang 26 女 助理研究主任 硕士 4 

Yu 27 男 银行程序员 硕士 4 

Frank 28 男 研究助理 硕士 2 

Jiawei 27 女 社工 硕士 4 

Pan 29 男 研究助理 博士在读 5 

Wang 29 女 采购经理 硕士 5 

Wenbo 27 女 幼教 硕士 4 

Yewen 28 女 中学教师 硕士 6 

Xiao 25 男 财富管理员 硕士 4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社会网络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和群体间的关系（王春光，2000），在流动过程

中，则指流动者通过亲属、同乡或朋友等关系与流出地居民和流入地居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

的总和（Massey et al., 1993:448）。大部分研究均表明，社会网络对国际国内流动者的流

动和社会融合起着关键作用（Frank，2011；Lubbers，et al., 2007；Meng，2000；悦中山

等，2011；张文宏，2011）。特别是当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很大或

流入地社会对流动者极不友善时，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可大大降低其流动成本和风险

（Zhao，2003）。 

华人社会是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李银河，1995），相较于在职场上建立的业缘关

系，在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影响下，中国流动群体更依赖于既有的强

关系行动。诚然，在现有针对中国无论境内（如农民工的流动）还是境外（如“巴黎温州人”）

流动的研究中，都可以发现，族人和同辈等构成的社会网络在他/她的流动过程中起着主导

作用，为其流动、非法存在、就业和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更摆脱了原有经济、社会、

文化结构等限制（李培林，1996；王春光，2000）。所以说，目前大部分有关流动群体的研

究都倾向表达，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流动群体提供了流动的动力和生存保

障，抵达流入地后，借助原初级社会网络，再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

社会网络（曹子玮，2002），以适应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变化，其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面得到

极大的拓宽。 

但不能忽视的是，该群体所呈现出的群体属性。可以发现，在上述研究中的群体具有明

确的流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摆脱原生地社经地位上的落后，企图在流入地找到较为高薪的工

作，以改变个人以及原生家庭的生活状态（寄钱回老家）（郭云南、姚洋，2013）。其次，

他/她们还普遍面临着制度性的歧视和社会污名化的困境，如巴黎温州人的非法流动，正是

在这社会制度并不完善或无法提供帮助情况下，依靠和构建社会网络成为其生存和发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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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芳，饶静，2010），同时，建立非乡土的社会网络也有利于他/她们提高对迁入地生活

的满意度，更好融入当地（齐心，2007）。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上述借助社会网络进行流动的模式是否同样适合用来分析留

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轨迹及其社会网络建构呢？与大部分被研究的农民工或跨国移民者

的群体属性不同：首先，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是在香港政府政策下通过学生签证合法进入香港，

享有作为香港居民的权利；其次，该群体属于“带资”进港，在申请签证时，就已经提供了

符合资格的财产证明；再者，他/她们选择来港读书时，较多出于“离家近”、“教育比内地

国际化”和“课程时间短”等原因，且并没有作出后续留港的计划。所以说，本身留港工作

内地人士对异地的流动动机是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以及随机性，且因自身社经条件较优，社

会网络对其流动的驱动或支持远低于上述群体。 

流动性迁移①（liquid migration）是 Engbersen et al. (2009)基于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下提出，指在频繁的流动下，原本厚重而稳定的社会制度（如阶级、家

庭、社区和国家等）正转变为更加灵活、薄弱的制度或组织。该流动性迁移具有六大显著的

特征：国外逗留的临时性质；劳务移动（含移民学生）；合法移民身份；多重性和多方位流

动；个性化的生活策略（典型的第一代流动模式）以及不可预测性（没有明确的迁移愿望和

开放选择）。与传统的流动者一直被嵌入家庭、社区、当地劳动市场和国家的模式不同，该

流动群体有更多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流动性轨迹(Engbersen, 2012)。更为重要的是，在这

一个性化的流动过程中，家庭作为流动引擎的主导地位将不断被削弱（Philips＆Massey ，

1999）。也就是说，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凭借着合法的流动身份，因着自身流动的随机性和不

确定性等，将享有有更多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流动轨迹和社会网络；同时，这意味着该群体

的流动轨迹和社会网络更加个人化。 

而目前有关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中如何实现社会网络建构的研究却尚未引起学术

研究的注意，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另外，可以留意到，目前针对流动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流动

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的建构，往往是流出地对流入地单向性的影响，缺乏以一个动态的

视角去观察，其流动前后，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的社会网络的整个变化过程。因此，对

于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建构与维持，我们需要纳入更为动态且全面的

视角，关注从流出地到流入地原有的社会网络的延续和新型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本文提出

的分析框架如下图所示： 

 

 

 

 

 

 

 

三.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社会网络在港的动态变化 

                                                 
① 中文为作者译，请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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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地社会网络在来港初期的延伸 

为了适应周围环境，个人将会对不同的资源有选择性地利用，从而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策

略模式：依赖同辈的模式，即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依赖族人的模式，即利

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依赖自己的模式，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关系的

组织资源（G&G，1977），通过不同模式构建起来的社会网络成为他/她们传递流动信息的

媒介（廖正宏，1986:10）。 

在来港前，大部分港漂受访者表示已积极通过自身在内地的社会网络提前获取在港的相

关资讯，并尝试远距离地初步建立在港的社会网络。而因其进入香港的行动具有很高的主动

性和独立性，社会网络的功能在初期往往以提供信息、情感支撑为主。 

1. 借助同辈及相关社会背景的人的社会网络进行网络对接 

在确定来港就读后，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会主动寻求与相关人士（已在港的同学、学长学

姐、或曾有留港经历的在校老师等）等进行接触，提前获取在港与学业和生活相关的资讯。

此时，关系链主要是用来传递流动信息以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源为自己提供服务，为之

后来港的生活做准备。 

高中我们是同班但不熟，后来我要过来（香港）读书，我们两个就开始联系……

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住在一起。就连我后面（留港工作后）在香港的社交圈子都是从

她开始的。（Wenbo，27 岁，幼教） 

从 Wenbo 的访谈记录中可以看出，在来港就读前，她就已经尝试通过自己内地的社会

网络找到在港的关键人物（高中同学），与其重新恢复联系，并借由利用对方已在港的资源，

提前解决了在港需要面对的问题（如租房子），更为来港后在港的社会网络的建构奠定了基

础。在原家乡，双方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基于“香港”这一特殊的中介，所有与香港相关

的信息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话题，已经出现断裂的联系重新被连接在一起；同时，即将聚居在

同一异地的经历，也让双方有更多在地的交往机会。也就是说，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早期尝

试性远距离建立在港社会网络时，亦不断借由“漂泊”香港这一共同经历加深了原有在内地

既有的社会网络，可以说这一社会网络既是原有内地社会网络在港的延伸，同时也是内地社

会网络本身的扩张。不仅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范围远远超过了原有关系的地理范围，连其强

度也在不断增强，变得更加紧密。 

2. 依靠在港亲戚的社会网络初步建构在港个人社会网络  

随着两地人们交往的频繁，跨境婚姻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跨境婚姻中的内地一方也成

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无论是来港前还是来港后重要的支持者。在开始其港漂经历前，留港

工作内地人士会透过与在港亲戚的往来，采取来港探亲等方式提前体验在港生活，亲身获取

对香港的第一手资料，后续更经由亲戚这一关键人物初步建立在港的个人社会网络。 

姑姑早年就通过婚姻来港的 Pan（29 岁，博士在读）表示，“之前就来过（香港）一次

找我姑姑……一开始可能觉得我比较需要帮助，她就会经常叫我去她家吃饭，问我学习呀生

活适应不适应。有时候还会让她的同事帮我带一点吃的……”。在港亲戚居港时间较长，且

一前一后的时间差能让他/她逐渐摸索出适应香港本地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也让其建构起较

为稳定且覆盖面较广的在地社会网络（依附于婚姻关系），能够成为一个较好的资源提供者。

而且，华人较注重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对家族内具有血亲关系的成员具有较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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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所以，当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独立离开家乡前往异地生活时，出于“血浓于水”的宗

族责任，在港亲戚在前期时会慷慨提供帮助（以经济照顾、情感支持、讯息传递为主）。这

样，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为他/她们在港的初期生活体验、流动资讯以及情感沟通

等活动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支持，且可以实现地域的跨越，同时成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

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 

3. 通过社会组织等自发性结伴，在港内地圈的雏形初现 

跟上述提及的两种提前找到在港的关键人物，利用其原有的社会网络拓展自己在港社会

网络不同，这一种模式主要依靠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自己主动在港漂圈、寄托等专门服务于“港

漂群体”的社会组织内寻求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内地人士，在内地率先建立好同质性较强的内

地朋友圈。在随后的流动中，将整个内地已建构起的社会网络直接迁移到香港，后落地。 

我在寄托（某港漂网站）上面会发帖，告诉大家我是什么专业，然后有人看到你

的帖子，就拉群。有一些小伙伴还是因为建群之后，群里认识的，就一起在香港找房

子……（Wang，29 岁，采购经理） 

这模式主要是通过扩大自身内地的社会网络，将一群同样没有在香港有生活和工作背景

在即将要有共同体验的内地人士聚集起来。这群人往往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彼此之间的线上

互动形成一个巨大的、跨越地理范围的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会随着流动者的流动实现异

地转移，而这其实就是在港内地圈的雏形，即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第一次抱团。 

通过比较上述三种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前两种模式，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建构的社会网

络呈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主要依靠在港的关键人物为其流动提供资讯帮助。这一单向性的依

附模式会使得他/她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讨好或维系双方的关系，以确保能够得到后续

稳定的支持。比如 Huang（26 岁，研究助理主任）就提到由于觉得拜托了在港亲戚对自己

女儿提供帮助而感到亏欠，她爸爸会时不时就请对方吃饭，逢年过节也会送礼品来表达自己

的谢意，以确保关系的延续性。但这种依附型的关系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当物质感谢或原

有的情感基础无法发挥维系关系的功能时，便会产生令受访者也无法理解的“断交”。正如

Pan 谈及与在港姑姑后期关系破裂时，说道“她好像就是觉得我已经独立了，不需要她（帮

助）。可能我哪些地方让她生气了也不一定。反正她现在对我态度很冷淡，我去送她东西她

都不接待”。之后甚至连他爸爸（亦亲戚的亲哥哥）前往拜访时，姑姑亦推脱工作忙碌不方

便碰面。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亲戚关系在社会网络中的影响和作用似乎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减

弱的势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弱化原有的亲戚关系，这种单方依赖型的关系也随着留港

工作内地人士居港时间越长，摸索出属于适合自己的在港生活和工作模式后逐渐减弱。一方

面，在港亲戚认为在港初期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帮助，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在找到工作后可以

在香港自给自足，便主动停掉了原有的支持，减少双方之间的往来。另一方面，基于长辈对

晚辈照顾而建立起来的依赖型关系，双方本身就处于一个地位不对等的状态下，在前期，当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香港并不熟悉时，亲戚的主导性确实可以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避免掉很

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是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本身对香港也逐渐了解的情况下，亲戚的主导

型反而限制了他/她的自我发展。加之，双方之间往往没有重要的共同经历作为后续支撑，

亲戚作为一个资讯提供者和情感支持者的角色在流动过程中逐渐被淡化，在港的亲缘社会网

络也自然而然随之减弱。由于在港的亲戚社会网络正是内地的亲戚社会网络的延伸，所以当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与亲戚之间的关系出现破裂时，这一破裂也会反过来影响到内地既有父辈

间的亲缘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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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发性组织所建构的互助型网络，体现出较强的主动性和平等互助性。首先，他/

她们通常都是自发地带着希望能找到自己同校或同专业的内地学生为目的，会在平台发帖建

群等。在这过程中，群内成员会主动分享自己所了解到的资讯，如在港的衣食住行、学校课

程的安排、各种入学手续等，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信息的共享，以维持群内的活跃度和联系。

除去实质的资讯互助外，情感支持也是影响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主动选择“抱团”的重要原

因之一，即通过同一的学生身份以及即将在港开展异乡生活的共同经历让他/她们得以产生

“同为异乡人”情感联系。这一情感共鸣产生了对“共同体”这一集体性概念的体认，大大

增强了群体间的凝聚力。显然，与前两种模式体现的单一性不同，互助型的社会网络呈现出

群体性的特点，不存在所谓的关键人物，覆盖面更广且更为发散。即使在后续流动中，同样

也面临着不断筛选与重组的过程，但是多重交叉的网络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港工作

内地人士所获得社会支持的多样性。同时，自发性结伴所产生出的集体认同度，使得多方能

形成良好的互动，这一平等互助的关系也得以在后续共同留港的经历中不断加深。 

总而言之，来港前，留港工作内地人士通过多种方式尝试性远程建立其在港的社会网络，

并且在构建的同时也不断拓展了自身的内地圈子。当然，通过不同方式建立起的社会网络，

如依赖型和互助型，在后续建构和维持中亦出现了不一样的反应：有破裂、有延续和有加深，

反过来也影响了后续在港的社会网络。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社会网络

从覆盖面而言达到其最大值。 

（二）在港期间个体社会网络的重构 

毕业后是否留港是每个在港就读的内地生在港期间面临的重要选择之一。对大部分选择

留港工作继续港漂生活的人来说，留港的随机性很大：他/她们并没在来港初期就做好留港

工作的规划，反而是在找工作过程中，比较了内地和香港的工作机会而作出的选择。另外，

在港府“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的政策下，非本地毕业生在课程结束后享有 12

个月在香港继续逗留的权利，给予了较大的自由摸索空间。所以，留港工作对大部分受访者

具有较强的体验意味，不管之后是否继续留港，回内地发展也是一个备选，形成了 “进可

攻退可守”的局面。但在这一进一退下，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的社会网络却面临着重构的

危机。 

1. 业缘关系难建，流动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难续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中资企业，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内地人且工作业

务多为面向内地市场，所以在工作环境下与香港本地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这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主动倾向中资企业，而是碍于语言、文化等问题，他/她们在招聘

过程中难以突围而出。Wang 在找工作的时候，无论是港资还是中资企业，她都有递交简历，

只是“港资的话，其实是面完 group discussion（小组讨论）就没了。那时候（面试）用了

广东话，我只能听懂，很怕回答，所以没有办法参加讨论”。所以她之后选择留在了一家在

港的中资企业，日常互动的以内地同事/客户为主。但即使有香港同事，Pan 认为“香港的

跟我们（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是两个圈子”。语言上的障碍是大部分受访者反复提及的，这

一背后代表的是无法共享的文化，而这一文化又与共同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因经济制度、社

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与香港本地同事缺乏共同成长的背景，比如对热点

话题、网络用词等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达成一致，无法找到双方共同点作为交往的切入点，渐

渐仅保留依附在“工作”上的联系。 

而且这一基于工作场域形成的弱关系，一旦脱离了这一特定的工作场域（如换工作），

不管是否离开香港这一地理范畴，都将难以持续，这也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所能预见的结果。

正如 Frank（28 岁，研究助理）认为“工作聊完，就没什么其他的……和我现在的同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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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同事），我们俩以后肯定没有联系，我现在就可以预测……所以，将来可以帮助你的朋友，

能和你聊天的朋友，就相对那么少。离开以后可能没有，因为我跟香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

面对面的联系。一旦没有这个机会，那就没有这个基础。想（以后）见面，就比较难”。 

显然，缺乏与本地同事的良好互动，无论是双方的生活圈还是工作犬都出现了明显的区

隔，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香港工作的状态呈现出“寄居”的现象，即他/她们仅仅是生活在

香港这一地理范围内，但是其生活和工作模式并没有适应社会和环境的变化，难以完成以业

缘关系为基础的次级社会网络的建构与在地化。 

那么留港后的内地圈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线上线下联动的互动模式是留港工作内地

人士得以维系其在港的内地社会网络的重要方法之一。碍于香港盛行的“加班文化”以及非

聚居的生活模式，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工作日很少有机会可以相聚，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线

上聊天软件进行日常互动，如微信聊天、朋友圈点赞留言等已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当线上的

互动是为了维持日常稳定的交往以保障关系的连续性，线下的面对面交流则是让关系进一步

得到巩固。有一点无法忽视的便是，在港建构的内地社会网络的核心组成人物正是同具有高

流动性的内地人士。他/她们本身是因“流动”的异乡人身份而结交成友，同时，也会因“流

动”而四处分散。特别是在流动过程中，原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因各种原因回内地或离开去别

的国家发展时，缺少在同一地理环境内持续性的线上线下互动，原有较强的地缘关系和友谊

关系也面临着瓦解的危机。 

我的内地圈的朋友是流动的，有人走，也有人会进来我的圈子。通常都是因为工

作离开香港的，（离开之后）这辈子就见不到啊……如果你们离开了香港，地理因素是

一个很大的东西（Yu，27 岁，程序员）。 

在港的内地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是由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本身的高流

动特性所决定的。但当放置在香港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它却相比起其他社会关系（如亲

属关系和业缘关系），显得较为稳定且成为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重要社会支持来源之一。逃

不掉，如同业缘关系般，一旦脱离香港这一场域，这依靠“异乡人”这一共同经历的地缘关

系和友谊关系连接起的社会网络也随之变得分散疏离，渐渐失去其情感支持的作用。 

同样地，就连原有的内地朋友也随着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双方互动不断减少。选

择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的投入，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区隔等，使得双方也难以产生共同话题，

无论是线上的日常聊天还是线下的聚会都呈下降趋势，或有选择性将资源投放在小部分值得

投资的朋友身上（如儿时玩伴或原交往密切程度较高的朋友）。 

所以，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留港后，没有共同经历的业缘关系网络难以建构，即使是有

共同经历的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网络也难以在流动中维持，其整体社会网络呈现出不断萎缩

且松散的状态。 

2. 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增强性依赖与补偿 

虽诚如 Engbersen 认为在流动性迁移中，家庭作为流动引擎的主导地位在下降。但我

们发现，在家庭本位文化影响下，家庭依旧在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对比起其他关系，他/她们在家庭这一原本就较强的关系上反倒投入了更多

的人力物力，对其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比如来自广东的港漂 Huang 她表示在读书期间基本

都是寒暑假才回家，但是工作之后她基本上两个星期就会回一趟家；即使家在云南的 Wenbo

也表示一有假期，即使两三天她也会选择飞回家与父母相聚，或者抽空和父母一起外出旅游。 

留港内地人士对家庭关系的倾向式投入主要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这是出于减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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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工作和生活无法照顾父母所产生的愧疚感而做出的补偿性措施。Wenbo 解释到，“就自

己心里面有一点觉得，老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还是要回去陪一下。就是中秋这些团圆的节日，

有一个对比，你才会觉得，陪不到他们自己心里也挺难受的”。除去面对面的相处外，他/

她们同时也会通过各种社交软件保持线上的互动频率，展示自己在异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确保双方在情感和信息上的互通。第二，在整个流动过程中，因维持不同的社会网络需要耗

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不同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成本投入是具有选择性的。

在面对预期中难以建构与维持的业缘关系网络、地缘关系和友谊关系网络，他/她们亦会主

动将资源集中投放在可控的关系上，不断稳固自身的社会网络以寻求稳定的社会支持，以抵

抗流动中的不安。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在流动的不稳定状态中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稳定和补充作

用，尤其是给予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稳定的情感性帮助。 

这样，无论是流动前还是流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如地缘关系、友谊关系等）

伴随着高流动性和不明确性而不断式微，家庭关系这一强关系却得到不断的强化。相比起来

港前期社会网络覆盖面广，在港后的社会网络在流动中出现了越发松散且不断萎缩的状况。 

 

四. 结论与讨论 

 “香港工作，内地生活”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对其目前港漂状态的一个整体性描述。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生活的个人化以及留港与离港预期的不明朗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留

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性。这一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正正使得在港后的社会网络难以建立于维

持。显然，与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相比，流动中的社会网络转型显得更加延迟和艰难。 

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在港生活的个人化。首先，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超长工作时长使得留

港工作内地人士的生活单一化。根据瑞银集团 2016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人平均每周工

作超过 50 个小时，每年工作约 2，600 个小时，是全球工时最长的城市①，工作日繁重的工

作任务以及无休止的加班早已使他/她们筋疲力尽。因此，在个人休闲时间中他/她们都会或

主动或被动地切断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也就切断了与本地同事或港漂同事的联系，以个人活

动为主。如若已在港成立家庭，回归自己的小家庭活动也成为首选，而较少参与以建立或维

系在地社会网络的集体活动。同样，香港本地同事也倾向选择以个人为主的家庭活动。李沛

良等（2001）针对香港和北京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尽管这两个

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市场化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核心家庭关系（特别

是血缘关系）在社会网络中均显示出极端重要。也就是说，不仅是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融不

进”，本地港圈的封闭性也对其融入产生了一定的排斥作用。 

在传统的流动群体中，无论是巴黎温州人还是新加坡小印度群体，均产生了聚居或聚集

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网络不单影响了他/她们异地的进入，还影响了其在当地的生存

和发展。聚居或聚集更有利于充分借用社会网络来完成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留港工作的

内地人士来说，这一关系链的重要性较弱，难以在港形成较强的集体凝聚效应，内部联系相

应地较为松散。再者，留港工作的内地人士主要依赖稳定的工作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因此

通过建构在地社会网络来达致融入的目的，对他/她们来说并不是一个看重的问题：“我干嘛

要融入啊，我不 care（在意）这个问题，我反正就上班，上完了我就回家，我又不需要跟

那些香港人打交道……工作岗位足够维持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生活”（Xiao，25 岁，金融

行业）。确实，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仅有两名受访者分别表示在居港 4 年和 6 年的时间内，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百家号. 内地人才在香港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20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313511322301313&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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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主动换过一次工作，其余均未从更换工作单位。也就是说，维持在港工作和生活更多依赖

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而不是社会网络。最后，比邻深圳、珠海等内地沿海城市为留港工作内地

人士工作和生活圈子的分开提供了可行性。借由便捷的交通和过关程序，随时可回内地过回

熟悉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港发展出合适的生活方式也变得不那么重要。 

另外，留港和离港也成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特别是对于在港工作生活 2 至 6 年的

内地人士，也就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续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大部分留港工作

内地人士后续是否留港都是持有观望的态度，这取决于香港与内地两地不断变化的发展前景。

尤其随着内地薪酬待遇和物质生活等要素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香港原有的优势逐渐丧失，难

以吸引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落地生根。反观，内地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人才优惠政策，吸

引在海内外有留学背景的学生回流。如在 2017 年，深圳市就打响了“人才战争”，制定“促

进人才优先发展 81 条”等，加大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的资助力度，甚至对人才给予租

房和生活补贴等各种优惠①。加之，大湾区的建设也让留港工作内地人士有机会成为这种多

个城市功能互补的生活的优先体验者，为其提供了暂时立足港土，眺望神州的观望机会。留

港工作内地人士是一个着重“机会”的群体，来去均随“机”而动，这一机会的随机性也增

强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的流动性。 

借助便捷的交通设施、通讯工具和宽松的出入境政策等，留港工作内地人士能轻易跨越

时空的限制，实现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的分离式满足，也让其对自身社会网络的建构与

维持有较强的选择性和实现社会网络在地化的动机较弱。但我们会发现，当留港工作内地人

士的工作圈和生活圈出现隔离时，难以形成不同群体间的共同经历，意味着其生活和工作模

式更加原子化，流动轨迹更加个人化其社会网络更加松散和萎缩。这一互斥型的流动的社会

网络将导致他/她们难以实现流动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反倒愈发依赖于原有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等资本，也就是并没有实现借由流动过程不断扩大其社会网络的深度和广度以跳出

原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目标。那么留港工作内地人士作为沟通香港内地两地桥梁的角

色或进行两地资源交换的目标更是难以实现。另外，可以试想，如果在港工作仅作为留港工

作内地人士短暂的人生体验式旅程，这对香港来说无疑造成了大量优质人才的流失。同样，

即使在面对内地众多人才优惠政策，留港工作内地人士却是“回不去”，既有内地社会网络

也因流动不断缩小，亦对内地的工作环境产生不适，而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逐渐在流动中

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因此，如何将留港工作内地人士现有高流动性的特性去劣化，转劣

为优，即重新发掘其高流动性对社会网络建构与维持的积极功能显得尤其重要，而这亦是之

后的研究可以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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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tries to explain how Mainland China residents working in Hong Kong with the 

duration of less than 7 years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social networks during their mobility, focusing 

o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s within their flow-out and flow-in areas. Relying on peers, 

relatives and self-constructed networks, they initially try to establish a long-distance network in Hong 

Kong to disperse the information. However, with the breakdown of work and life,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ruct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s and maintain reg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eers sharing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finally family relationship increasingly plays a vital role as compensation. As a 

result, the social network presents a loose and shrinking situation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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